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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
———与秦亚青教授商榷

尚会鹏∗

秦亚青教授在其发表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一文中,将他关于国际关

系的新观点命名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可看作是秦教授常年研究成果的

最新的正式表述.① 关系理论可简述如下:目前,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即结

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了“关系”的重要性,需要“借鉴建

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一些社会性因素为主的分析构架,吸

收社会学关于社会型关系的论述”,采用“关系性”(relationality)这个“中国元

素”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设计一种“过程建构主义”的国际

关系理论.② 他对“关系性”做出四个假定,构成了其理论的基本框架:１．关系

本位假定.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关键枢纽,是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２．关系

理性假定.西方的理性是排除了关系要素,理性人是独立分离的行动者,而

“关系理性”是指人们对利害权衡是社会关系网络场域中展开的;３．关系身份

假定.关系确定身份,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确定;４．关系权利假定.

４３１

∗

①

②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系统的表述参见秦亚青:«关系

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同上书,第３６页.



有两层含义:关系孕化权利和关系即权力.① 他将中国的“阴阳”思想作为一种

“元关系”,构成“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将中国传统中的“中庸辩证法”作为方

法论基础,并以此理论解释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以及东亚地区合

作等目前国际社会中的实例.①

笔者高度评价秦亚青教授在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方面的努

力.他并没有止于“应然”层面的讨论,②而是进入到探讨可操作的方法和工具

的“实然”层面,尝试把中国文明经验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中.这是秦亚青教

授“在理论化和概念化上面做出实质性的创新努力”,③是中国学者建构“中国

学派”的努力中最成体系、最具学理性的尝试.但笔者在思考这一理论的过程

中,也遇到几个困惑的问题,提出来与秦亚青教授商榷.任何严肃的学术观点

和流派都是在质疑、讨论中形成的,相信这种讨论对于建设一种更具解释力的

国际政治理论是有益的.

(一)用“关系性”概括中国儒家思想是否合适

“关系”是中国本土社会学、本土人类学和本土心理学的词汇,也广泛用于

中国社会科学界和日常用语中.但许多人或许不知道,汉语中的“关系”与“个

人”“社会”等词汇一样,都是“外来语”.“关系”是英语“relation”或“relationＧ

ship”的译语,是近代从日语借用来的“和制汉语”.中国传统语境中并无“关

系”这个词,只有与此概念相近的表述,如“人伦”和“伦常”等,其含义是一种特

指的、从亲属关系外推、将人分成远近亲疏的对人的认知模式.因此,现代汉

语语境下的“关系”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从“relation”或“relationship”翻译

过来的含义,是指独立、界限清晰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意义上的“关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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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正的“中国元素”,而是一种西方个人社会占优势地位的关系类型;另一

个是与中国人特有的生存状态相联系的含义,即从一个主要由亲属关系组成

的亲密圈子出发,一圈一圈外推的人际关系网络,包括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人际

资源以谋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好处,日常生活中的“托关系”“拉关系”等即

出自此意义之行为.中国传统语境中只有后一种意义上的关系,因此,确切地

说,“人伦”或“伦常”才是真正的“中国元素”,才构成了中国人“在长期历史时

间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要素和背景知识”.① 人类学、社会学最早注意到中国语

境中“关系”的特殊含义大约是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一些西方文献把这个意

义上的“关系”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specialrelationship)或“特定关

系”(particularisticties).有的则定义为“朋友关系 ”(friendship)、“交往联系”

(connection)、交易 (exchange)、“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等.这

些定义分别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关系的某些特征,但都无法概括关系概念的全

貌,故一些人类学著作干脆将“关系”直译作“guanxi”,这或许是最恰当的处

理.这种意义上的关系实际上是指中国人基于“人伦中心”生活方式的经验,

这种经验有忽视人的个体性、忽视普遍性规则(契约)等缺点,因此,无法作为

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东西进行推广,也不能直接将其用于补充西方个人社会的

“契约”关系.关系理论的建构者从中国本土社会学和本土人类学资源中借用

概念工具,这种努力值得称道,但“关系”或“关系性”在中国本土社会学、本土

人类学及本土心理学领域已有较清晰的界定,而关系理论借用的关系却是一

个未经辨析和审视的概念.若将此概念直接用于新理论的建构,会带来“将特

殊经验普适化”(目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的风险,也无法解

释当下中国需要(事实上也正在)融入国际秩序、内化国际规则(通俗表述是

“与世界接轨”)的现实.中国文明经验在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上的应用,不

是贡献儒家的“关系”,而是如何将中国人基于人“相互性”把人视为一种相互

联系的“关系体”这种认知模式进行学理性提升.“关系性”如果作为中国人对

人的一种认知模式,即“强调人相互性、弱化人的个体性”的认知模式,是具有

普适性的,但只有部分的普适性,因为它是建立在忽视或弱化人的另一基本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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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体性”———前提之上的.只有在做了这样的辨析、把“关系”提升到

“对人的把握模式”层次来认识,中国的文明经验才能与西方文明经验对话,才

能考虑对基于西方文明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缺陷的修补问题.

(二)主流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是否忽视了国家间关系的讨论

秦亚青教授认为,现在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强调进程而忽视关系.“可

以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将学科定名为国际关系学,但却没有形成真

正的讨论‘关系’的理论.”①笼统地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肯尼思华尔兹

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以罗伯特基欧汉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以亚

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不讨论关系,恐怕需要准备应对对方这

样的辩解:我们使用的国际政治的“结构”“体系”“秩序”等概念,本来含义就是

指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就是一种关系.我们讨论国家间的和平、冲突、战

争、妥协、规则、合作、均势、制衡等问题,不都是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吗? 亚历山

大温特或会辩解: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讲的三种文化,即霍布斯文

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是说的关系类型吗? 他们或许会说,我们只是解

释国际关系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力量,新自

由主义强调制度与合作,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和身份的建构.如果离开国家间

的互动或称关系,这些还有意义吗? 显然,要驳倒他们的辩解,论证他们讨论

的不是关系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对汉语中的关系概念做了上述严谨的界定后

可以知道,不能笼统判断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没有讨论关系和没有形成讨

论关系的理论,他们的理论也是讨论关系的,只不过他们讨论的关系是建立在

独立个体基础上的关系,是把国家行为体预设为“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独立

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类型,说到底是一种基于西方个人社会特殊文

明经验的特殊关系类型.而作为中国元素的关系———与中国人特有的生存状

态相联系的“人伦”意义上的“关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没有讨论,也不可

能讨论.“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决定了西方社会理论将独立的个体作为社会

的基本单位和核心扭结.我们可以想一下卢梭的«契约论»和洛克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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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什么他们会提出政治领域的契约问题呢? 只有将个体视为社会中的核

心本体,并且将他们的身份视为独立和分离的,才会将社会性契约作为约束和

规范他们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西方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也是这样发展起来

的.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建立,以国家比作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其基

本内涵与以个体构成的西方社会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发明出主

权这种重要的契约制度,来保证个体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规范和约束个体国家

之间的行为.西方国际关系的实践如此,西方的国际关系学也势必以此为基

础.”①这话是对的,②但这需要承认,契约关系也是一种关系.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不是没有研究关系,而是没有把国际体系结构视为一种关系结构来讨论关

系.国际关系理论中使用的“结构”“体系”“功能”等概念,皆借用自人类学

和社会学,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学者们用“社会系统”“强制性合作伙伴”

“制度”“责任和义务网络”等来定义“社会结构”,但无论哪一种定义,结构都

是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都离不开行为体的互动关系.但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并不是把国际体系结构理解一种关系网络结构(这一点需要专文详述),

而是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独立行为体之上的类似某种物理结构的东西,由此

出发研究的是一种基于独立个体的关系类型,得出的是一种“个体主义”的

关系理论.

(三)行为体(包括国家和人)的行为是否完全决定于“关系”或“关系类型”

关系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对人行为的基本判断之上:“关系性意味着任何

社会人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是关系,是依其此时此地所处的关系

网络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与关系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相对关系来判断情势

和进行决策的.”③强调在一种关系结构中把握行为体的行为和分析国家间关

系是对的,但这里秦亚青教授涉及的不是如何把握行为体的行为问题,而是行

为体的主体性与关系性问题.虽然秦亚青教授也承认存在一种有明显主体的

８３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①

②

③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４３页.
关于“个人社会”与现代国际秩序的起源,更细致的考察还可参考尚会鹏:«“个人”“个国”与现代国

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关系,但“关系理论认为,决定一个体系特征的是这个体系中行为单元之间的

关系类型而不是行为单元的自身特征.不同的关系类型,导致了不同体系的

不同统治形式、治理模式和秩序原则,如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朝贡体系、德川幕

府体系”.① 这样,这个理论就否定了行为体的主体属性和行为动机在决定体

系特征中的作用.必须承认,关系类型是行为主体采取某种行为时参考的重

要环境变量,但不管是人还是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还具有主体性的一面,还

有基于行为单元自身的要求和需要的主动性行为,因此,还需要考虑行为体的

动机和单元自身属性.完全取决于环境变量的行为是不存在的,正像完全不

考虑环境变量的行为不存在一样.所谓“关系类型”,可以看作是行为体为了

满足自身的要求而在环境变量下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模式.也正是这个原

因,我们在一种国际秩序中总是可以看到某种核心行为体及其行为模式,例

如,古代东亚秩序下中国人的行为模式,现代国际秩序下美国(及某种意义上

的西方国家)的行为模式,以及古代南亚国际秩序下印度教徒的行为模式等.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种既成的国际秩序或体系,总是能够看到某种占优势地位

的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及文化因素,而那些非核心行为体,都是或出于自愿或被

迫将核心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与文化做了不同程度的内化(或称“社会化”).如

果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完全取决于“单元之间的关系类型而不是行为单元的自

身特征”,那么,国家行为体就成了没有任何主体性的软体动物(例如水母),这

样,在一种秩序中也就观察不到在核心行为体及其主导下的某种一致性,也就

无法把握该秩序的特征,甚至能否构成某种秩序也值得怀疑.核心行为体就

是国际体系中的“极”(所谓“单极”“双极”“多极”等),这在社会网络理论中有

“极”“极化”和“中心度”等概念描述.完全从无主体性的关系出发把握国际关

系是不可能的,国际关系应当是国家行为体主体性和关系性的结合.行为体

(人或国家)的主体性和关系性,分别对应于人的“个体性”与“相互性”两大基

本属性.“个体性”是指每一个行为体都是既不能被分开、又不能被合并这一

事实,“相互性”则指行为体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他者的互动之中.正像基本

粒子具有“波粒二相性”一样,行为体的存在是个体性和相互性的结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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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国际关系理论趋于强调行为体的主体性,而忽视相互性(关系性),这是一

种基于西方个人社会经验的把握问题的方式.但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

全将关系 作 为 行 为 本 体 而 不 考 虑 主 体 性,不 仅 理 论 上 有 问 题,也 与 现 实

不符.

(四)在对立意义上使用“理性”与“关系性”两个概念是否合适

现在学界使用的“理性”或“理性主义”概念,一般依据的是马克斯韦伯

的权威解释.韦伯把人的行为分为两大类型,即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理性行

为又分为目的取向的“工具理性”和价值取向的“价值理性”,而非理性行为则

包括遵从风俗、习惯的传统性行为和受感情和情绪影响的情绪性行为.① 根据

这个分类,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是理性(属于“价值理性”)学说.如果理解无误,

关系理论中所使用的“理性”或“理性主义”,指的是构成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基

础的“工具理性”.秦教授虽然也承认中国的“关系”理念也是一种理性(他称

为“关系理性”),但在他的语境中,一直是在与理性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关系

性”概念的,似乎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前者是可计算的、追求简约、确定的

因果关系,后者是一种模糊、不强调确定的因果关系.因而,人们更容易将后

者理解为“非理性”.从逻辑上讲,与“理性”相对应的是“非理性”,或者是理性

的两种类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对应,而不是与“关系性”

对应.与“关系性”相对应的是什么概念呢? 在关系理论语境中,“关系性”在

大部分情况下是指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性或联系状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应

是行为体的独立性或独立状态,即“个体性”或“主体性”.“关系性”和“个体

性”是基于人(或行为体)的两大基本属性:相互性和个体性.社会文化的不

同,对人的这两种基本属性的强调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不同的生存状态.秦亚

青教授所谓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理念“关系”,实指“强调人的相互性、弱

化人的个体性”的中国社会对人的一种把握模式,而“理性”与“非理性”,或者

同属理性范畴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思维传统,也与对人的把握方式

相关.工具理性(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之基础)思维传统是强调人的“个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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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个人社会的产物,因为在强调个人的社会(可称之为“个人社会”)中,人被

视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人趋于等距离地看待他人,人与人之间亦趋于陌生化,

社会趋于由陌生人组成,陌生人以“契约”为纽带相连接.在这种状态下,“自

由”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

恒”不变者才可达成.如此,人的情感控制转便向“目的理性”,追求永恒的、确

定性知识成为一项自由的事业.在古希腊,一个人若没有对科学的追求,就不

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理性主义的思维传统.而在中国,个体生活在以血

缘关系为核心的圈子中,人不是自主独立的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体”.儒家把

人际关系的处理当作为人之根本,人际关系的调和成为整个文化的理想.在

此生活模式下,生活的重心是“情”(亲情)而不是“理”(理性),人的情感控制便

转向“价值理性”模式,转向人之理(伦理)而非物之理(理性),故发展出高度角

色化的、具有相对性的规范,如孝、悌、仁、忠、敬、信等,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

多的是礼学、伦理学等规范个人和群体行为方式的学问,核心价值观也多基于

此,而对纯粹理性的确定性知识的追求占据次要地位.秦亚青教授引用冯友

兰的观点,认为“对于西方人的认识和思维而言,认识和控制物质世界是最为

重要的东西;而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思维而言,认识和控制人的心灵是最为重

要的东西.如果说西方的基本思想和实践是在物质世界中寻找幸福,中

国在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① 所以,理性

所追求的确定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但“认识和控制人心灵”或“在心内寻求永

久和平”,更通常作法是用宗教或心理分析和控制的办法,如果中国文化重点

解决的是人的心灵问题,宗教应当发达,文化会带有明显的自省特点,但中国

似乎不是这样.中国文化重点解决的与其说是心灵问题,不如说是人的关系

问题,或者说中国人的“内心永久和平”主要是通过寻求和谐的人之间关系达

到的.中国缺乏工具理性主义思维传统是中国人把生活的重点放在了解决人

与人关系上了,因为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有利于联结人,更有利于达到和谐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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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用何种方法提升中国的文明经验

秦亚青教授认为,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概念,是一种“元关系”,阴阳及

其平衡思想构成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他提出了与黑格尔辩证

法相对应的、基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庸辩证法”.认为中庸式的包容和互系

变通,不是把关系理解成相互对立的,而是和谐中庸,这是关系理论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基础.当秦亚青教授称自己的理论为“过程建构主义”时,尚可认为

他采用的是建构主义的方法(社会学方法),关系理论是一种中国版本的建构

主义,但他将传统中国的阴阳、中庸概念引入关系理论后,似乎是要在方法论

和认识论上摆脱建构主义,回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但这里有几个问题至

少尚不明确:首先,黑格尔辩证法的完整内容是否可以理解成秦亚青教授所归

纳的那样? 其次,在中国文化资源库中,是否能归纳出一种称作“中庸辩证法”

的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辩证法系统? 再次,阴与阳是一种极模糊、粗糙的

哲学思想,万物划分为阴阳几乎可以说随意的,而且阴与阳之间可存在任何关

系,将这样的概念作为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在理论效用上是否会出现“看似

能解释一切,实则等于什么没解释”的结果? 我们暂且将这几个问题撇开,检

视一下向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回归后的关系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效度.如果

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更具效力,那么,我们就可倒推回去,承认这种方法论上的

传统回归取向是可行的.但总体上看,或许由于秦亚青教授对“不确定性”的

偏好(主流国际关系追求“确定性”,秦亚青教授似反其道而行之),或许由于与

一种模糊的哲学和方法论结合(二者可能是一致的),新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

释效度,至少要低于笔者的预期值.例如,用阴阳学说和中庸价值观解释强盛

后的中国也不会对世界形成威胁(这个命题本身就暗含一个前提:国家行为体

是具有自身特征的行为主体),似乎并不比“中国者中道之国,人道之国也”,

“中国者,中庸之国、和合之国也”之类的旧论更具学理性支撑.再如,用关系

理论解释东亚地区合作,①给人的印象是:东亚地区的合作正在进行,有多种力

量,多种头绪,制定了很多软性规则,各方都在积极“参与”,但没有什么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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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里有结构,有规则、制度,有共有观念,但无法

从某一单一因素解释这个地区的现实.关系理论并没有解释东亚地区的合作

为什么是此模式而非彼模式(如欧盟模式,南亚模式),也没有提供基于新理论

的某种程度的预测.如果新理论解释说,它强调的只是一个过程,是这个过程

中“流动着的关系”,并不追求确定性结论,也不解释因果联系,那么它可能也

会像阴阳论一样,受到“可解释一切,但等于什么也没解释”之类的批评.从中

国的阴阳思想获得某种灵感是可能的,但必须承认,这终究不是一种精确的方

法.关系理论虽然把“关系”作为“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但由于没有借

鉴社会科学中关于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方面最接近的学科可能是沿着社

会结构研究路子发展而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臻于完善的社会网络理论①),这个

理论并没有提供分析关系的具体工具和可供精细分析的操作方法.经过中国

本土社会学、本土心理学和本土人类学学者的辨析已经清晰了的中国传统语

境中的“关系”概念,在关系理论中,因与阴阳、中庸模糊概念的结合,又变得模

糊起来.这也增强了笔者这样一种看法:将中国文明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升并

将其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从而创建一种带有中国文化痕迹的、并且能够与主流

学术界对话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可能还是要采用理性科学的方法和相对精

确的概念工具,而不是摆脱理性思维方法回到模糊的阴阳、中庸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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